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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佟 新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95 世妇会的召开有效地促进女权 /女性主义知识在校园的生产，并延续到互联网中的各类新媒体
写作，新的社会空间作用于女权 /女性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的发展。从大学校园看，首先，性别研究课程使学生有
机会将自身性别社会化的经验纳入反思中，学生对自我认知的渴望和探索直接或间接地形塑了性别知识的生

产。第二，学生们写作与性别相关的学位论文丰富了对实践的、流动的、主体的和多元的性别身份认知的知识库
存。第三，校园中的女生节日建立起仪式性的代际相联的对性别身份、性别角色及性别分工的讨论。最后，从校
园走向社会，学生们进入到由互联网创造的新的社会空间中，通过个体化的写作，年轻一代女性主义者用自身经

验传播、普及和讨论性别知识，建立起陌生人之间与自身经验相关的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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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过去了 25 年，在这些年中，社会性别教育亦在高等教育中逐渐普及和发展。参加
1995 年世妇会时，我还是一名“老博士”。从 1997 年 7 月开始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后，就致力于与“社
会性别 /女性研究”相关的教学和学生指导工作①。从 2000 起，为本科生开设了全校“通识教育课”———“社
会性别研究导论”。个人以为，所谓的通识教育就是在认知层面开展科普性的教育课程。为此，出版有教材
《社会性别研究导论》②。同时指导女性学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还有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本科生。
教学过程亦是知识生产的实践过程，我力求将性别平等理念和对性别知识的反思纳入其中。其教学目标是
培养学生通过个人的经验来理解、分析和反思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以及在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领域
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学会批判性地反思知识产生的过程; 寻找社会变迁的力量。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存在的
性别关系进行反思，以迈向性别平等的社会。
一直以来，“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生”“妇女”“女性研究”“女性学”和“性别研究”等概念被广泛使

用，其概念间有差异、争论和共识。对何为女权 /女性主义亦有各种定义，包括从个人、群体或社会运动的角
度给出不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对这些概念的声明、阐释和争论过程，正是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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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手段。
2015 年，在纪念世妇会在北京召开 20 周年的时候，我写下了《现当代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①一文，认
为世妇会的召开，为现当代知识女性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经过五年的发展，一方面，校园中的
性别课程正在推广与普及，另一方面，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传播知识的速度和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

知识传播方式，借助着“眼球经济”，性别议题成为互联网中的热门话题。教学、科研以及多媒体的公共讨论
成为建构女权 /女性主义的认同共同体的过程。所谓的“认知共同体”( Epistemic Communities) 是指具有政
治共同体性质的群体。有研究指出，认知共同体大致有四个特点: 一是拥有一套共享的知识基础; 二是拥有
共享的因果信念，这些信念源自他们对政策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因果分析，即对核心问题有共识; 三是这些信

念为共同体成员采取社会行动提供了价值基础; 四是有共同的政策目标，共同体成员积极寻求影响政策制定

的过程和结果，深信这些实践能够促进人类的福祉。② 沿着哈贝马斯的传统，虽然政治变化与权力有关，但
论证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会发挥重要作用。③

本文围绕北京大学性别研究课程中的学生作业、论文指导和毕业生在网络新媒体中的公共参与( KY 微
信公众号) 中对女权 /女性主义知识的讨论，分析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产生的过程和状况，特别是女
权 /女性主义的代际关系和时代特点。对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讨论过程亦是女性主义“实践共同
体”的建设过程，“实践共同体”更加关注的是社会进程，而非是个体进程④。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
的建构包括: 第一，将性别不平等、性别压迫作为共享的知识基础; 第二，共同认识到揭示性别不平等的主要
手段就是要“发声”，只有表达出利益才能实现权利; 第三，上述信念成为行动的价值基础; 第四，力求影响社
会政策和社会实践。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它探索妇女受压迫的原因、不
平等性别关系的形成以及推动妇女的思想解放等。⑤ 当下，不论中国还是世界，围绕着性别平等、解放道路
以及要解决问题的优先性有着广泛的争议，而争议和讨论本身就反映了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在知识生
产中通过借用、反思与竞争呈现出来的广泛且多样的声音。

二、女权 /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课堂上的性别反思

记得 2015 年在北京大学的《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的课堂上，一位大二的女生问我:“老师，您是女权主义
者吗?”我说:“我是呀。”我淡定的回答似乎给了她勇气，她说:“老师，我不明白，为什么网络上有些人骂女权
主义者呢? 而且骂得特别难听。”说着话，这个女生流下伤心和愤怒的眼泪。这一时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大
学生们在选择是否采取女权 /女性主义立场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站出来，承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本身
就是一种力量。
首先，现当代大学生渴望对自身性别经验的解释。当代社会有着与四五十年前不同的文化和经济环境，

特别是网络的知识生产极具挑战性，各种关于“女拳师”“田园女权主义”的污名与骂名，常常使大学生们与
“女权主义”保持适当距离。学生们一般并不轻易表明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甚至会声称“我不是一个女权
主义者，但我主张男女平等”。在他们的生活与学习经验中对自我身份的思考是非常普遍的，远离女权主义
的名声并不意味着没有要求性别平等的愿望和努力。因此，我在解析女权主义内部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自由
主义、激进主义等派别的学说和主张后，会让学生用自身经验理解“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歧视”“机会平等”
“结构平等”“交叉理论”及“劳动性别分工”等概念。每学期都会给学生留一道作业题，让同学们用自己性
别社会化的经验，分析家庭、学校、家长、老师和同辈群体等因素如何影响到自己的成长，特别是性别文化因
素的作用。这是性别意识觉醒的过程，亦是用理论来解释自身经验的过程，性别知识的生产由此具有了反思
性与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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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同学对“月经禁忌”进行访谈调查后曾这样说道:
通过对四个个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在现代教育中月经禁忌是如何通过性别社会化机制传递的。

月经禁忌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机制，不是通过诉诸神秘力量，将女性的身体神秘化，而是运用现代话语

内部的“隐私”“科学”“文明”等概念来构建起一套不能言说和展露的知识。由于我们将身体视为是私
己的，因此，作为一种对身体状态尤为明显的展露，月经恰恰是需要被遮蔽的，对它的言说只能被限制在

家庭空间和同性群体中。日常生活中月经的不可见和不可说，不是传统“迷信”或礼俗的残留，而恰恰
是嵌入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一套逻辑体系。①

学生们的性别分析并没有将月经的不可见停留在将女性身份神秘化的简单层面，而是反思所谓的科学

知识是如何将女性的月经经验变成“不可言说”的。以身体为基础的性别歧视并不会因科学与文明的进步
得以改善，反之还会嵌入到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
还有一位学生对自身的“独生女”经验进行了直率的分析与反思。她感受到父母对女儿的高期望和平等相

待，特别是母亲的独立精神对她的重要感召，但是她依然能够感受到公共政策变化带给她的冲击。她说:
在我高一时，二胎政策开放了，关于“要不要二胎”成了一场家庭范围内的大讨论。我还记得祖父

曾对我说:“你要有个弟弟，那你肩上的责任至少减轻百分之八十; 要有个妹妹，那也减轻了一半。”……
外祖母对我说:“以后要好好孝顺父母，你是要当儿子也要当女儿的……”我不做他想，只是好奇，倘使
我是个男孩，我外祖母是否还要求我既当儿子也要当女儿呢? 朱迪丝·巴特勒提议女权主义的任务是
“通过彻底的性别角色的颠覆来替代无意识重复的现行性别规则”。独生女前所未有地被卷入到这场
颠覆运动中，一方面有父母完全的支持，她们有更多的选择性，但另一方面她们又需要面对由性别和阶

级不平等仍旧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对女性的传统角色期待。可以说独生女们正在挑战“正统观念”，
正在经历难得一遇的性别观念大变革。②

在对性别角色的颠覆性假设中，学生们理解了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传统期望，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知识生

产便会跃然纸上，她们会坦然地面对性别观念的变化，甚至有学生直接对性别歧视的“集体无意识”进行批
判。认为“每一个标榜自己拥有先进性别观念的个体，如果发现自己实际上的一些日常行为是‘被男性话语
体系社会化的’，发现自己实际上是没有达到知行合一的———这个‘意识’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自责的与内
疚的。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个‘意识’的过程，克服了在‘意识’过程中会产生的不适与焦虑，进而能够勇敢地
去自我发现、自我意识、自觉，才是个体真正跳脱出集体无意识所迈出的第一步”③。
反思是知识生产的第一步，重新赋予经验以意义对老师而言，就是把学与思的权力交给学生。女权 /女

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建设，就是一种有关性别知识的生产并形成共识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使学生意识到男

性文化霸权存在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进行挑战，能够意识到自身经验中不

易察觉的性别压迫，如此一来，学生作为主体对性别知识的渴望与女权主义思想之间达到了有机契合。
其次，学生们希望对女权主义方法论有深入思考和应用。教学中，我发现同学们对“女权 /女性主义”的

质疑常常是因为不喜欢把女性描述成“受害者”的种种说辞，学生们更喜欢巴特勒式的对“表演性别”( doing
gender) 的深入观察。④⑤ 也就是说，学生们喜欢观察各种生动的性别表演，并反思其背后的社会性别机制，
最终上升为对主体能动性的认知。学生们的论文涉及了性别不平等的机制，如《论女生的装傻行为》《论年
龄与长发飘飘》，等等。这里既有女生对男生期望的顺从，亦有操纵这些性别规则的小小得意。尤为值得一
提的是，面对高层女性的访谈资料，如何看待女企业家努力做一名“称职”妻子的种种努力，在一般人看来是
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学生则将其解释为女性能动的“性别操演”，从经验层面揭示了两性在性别操演时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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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的灵动性和真诚性，由此对女性主义方法论中潜在的“受害人假定”和“对性别的过度归因”进行了深刻
反思，同时质疑了女性主义方法论对研究对象的遴选标准、对研究内容的界定标准和建立于性别差异基础上
的研究预设等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① 这种反思不是反对女权 /女性主义本身，而是从经验出发，解析出女
性在市场化背景下更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后现代的知识和学术想象与学生们的成长经验相吻合，具有后
现代特征的性别表演成为其性别认知的重要方面。这些学术论文在性别知识的构建中丰富了对实践的、流
动的和主体的多元性别身份的认知。
再次，通过女性节日在校园内将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在代际之间建立联系。不可否认，女权主义

对未来社会的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女权主义减弱或被取缔，那么未来是新自由主义的可能性就更
大。如果女权主义保持强劲或结成稳固的联盟，那么未来就可能是包含人权原则的民主社会形态。”②在这
一意义上，校园中女权 /女性主义所具有的代际关系及其政治身份，必然会影响到不同年代的学者与学生之
间对女权 /女性主义的认知、关注的核心问题、议题的优先性等所持的不同态度。在讨论中常常会提及“差
异”，但差异本身同时也带来了代际间的联系和对话的可能。
近年来，大学校园流行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前一天过“三七”女生节。女生节显示了青年一代渴

望划分身份边界的努力。一方面，女生要与“妇女”身份相区别，女生们多数都排斥“妇女身份”，她们认为所
谓的妇女就是指“已婚女性”。而这一身份的划分正表达了她们对已婚妇女性别角色的排斥与焦虑; 另一方
面“女生”希望与“其他青年女性”划分边界，“女大学生”的心理优越感潜在地影响着她们对从“校园”到“社
会”身份改变的恐惧。现实生活中，“女生节”变成了男生向女生表白的节日，充满了学生并不满意的商品化
的气息; 同时，女生们又渴望通过仪式来与老师对话。因此，每年“三八”之时，都成为具有女权 /女性主义意
识的教师与学生对话的最好时机。
从 2014 年开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生节就设立了对女教授的专访，学生们关心的问题是:“老师最后

是怎样走上中文的道路的呢?”“您是怎样看待您的选择呢?”“请您给出几句青春寄语吧!”女教授们多用自
己“女生时代”的记忆和对妻子、母亲身份的理解来与女生们对话。从学生到工作者、从女生到妻子和母亲
的身份转变，使得女教授们的个人经验与学生之间找到了“共情”的基础，为女生们未来可能面对的种种无
形的性别歧视打了预防针。2020 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系学生会抛弃了“女生节”，开始纪念“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在 3 月 8 日的系学生会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三个模块的文章。第一模块是“性别研究汇展”，
推出了来自社会学系老师的三篇论文，一是刘爱玉和佟新对性别观念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③，二是吴利娟

对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的讨论④，三是陆杰华等对婚姻状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影响的分析⑤，这些研

究皆关注本土性别问题。第二个模块是介绍“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以《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二性》以及
《性别麻烦》三本书为线索，总结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第三个模块是“书影和文章推荐”，推介了学生喜闻
乐见的小说、电影和书籍，特别是推荐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校园学生从“三七”女生节向“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的回归，不是老师动员的结果，是面对新型的社会环境，学生们渴求女性主义的研究和知识，这为代

际间女权 /女性主义的知识传递和共识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在大学校园的象牙塔里，社会性别的教学、写作、研究和讲座等，打破了校园对性别身份、性别期望、性别

角色和性别分工等问题的沉寂，广泛而公开的社会性别问题的讨论，为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建立打
下了基础。

三、网络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建立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文化与知识的传播方式，网络信息平台不仅提供了新型的人际互动方式，还为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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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高笑楠:《性别操演理论的经验解释与女性主义方法论反思———以高层两性人才访谈为例》，《社会》2015 年第 3 期。
［英］西尔维亚·沃尔拜:《女权主义的未来》，李延玲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248 页。
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2 期。
吴利娟:《中国社会男女平等吗 ———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与建构》，《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 期。
陆杰华、王笑菲:《新时期我国居民婚姻状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影响探究———基于 CGSS 数据的验证》，《北京社

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思想和表达信念提供了新的社会空间。微博、微信、直播等网络传播手段创造着各类共同体。分享共同理
念，形成相互支持是微信朋友圈的重要功能。借助这些新的社会空间，各种与性别相关的话题从校园转向社
会，有关性别知识的讨论越过大学校园的围墙弥漫开来。从校园里走出来的毕业生们从对自身性别问题的
关注和讨论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意见，迅速地赢得“10 万 +”的评论，网友们如找到伙伴一样传播着“密码”，
对女权 /女性主义知识的讨论为网络女权 /女性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了平台，但同时网络上与性别
相关议题的讨论迅速被分辨出各类性别身份。本文不讨论所谓的田园女权主义，而是以具有明显的女权 /女
性主义知识普及与相关问题讨论的微信公众号 Knowyourself( 简称 KY 或“知我心理学”) 为例，来讨论知识
共同体的建立问题。这一公众号的创办人钱庄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中可以看到从校园到网络的性
别知识的传播和她建立认知共同体的努力。
钱庄这样进行自我介绍:

我是知我探索教育科技公司的 CEO，公司旗下有国内关注个体心理发展的头部新媒体品牌 Knowy-
ourself。我们公司非常小，可以说很不起眼，目前只有六十几位员工。

2008 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大一第一学期，选修了佟新老师的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从此
引领我走上反思性别问题的道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90 后女同性恋行为研究》，深入有过与
同性开展过性行为的女性群体，做了一系列访谈，正如同巴特勒说的，女性作为一个政治主体是不存在

的，女性这个称呼内部包含了多种差别巨大的主体经验，女同性恋行为也有着多种差别巨大的意指。
从北大毕业后，我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攻读临床精神卫生专业硕士。硕士期间，我做了

两份深入边缘人群的临床实习，各为期一年。……这两年的学习工作，让我对于人种、移民、精神障碍等权
力维度有了第一手的经验和更多反思，从而了解 intersectionality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多元交织性女权。①

2016 年，钱庄创办了这家公司。其创办公司的动因是她的公众号因为写了与性别和女权主义相关的内
容广受欢迎。在最初的一个月就有广告商来找她，她自己也没有想到文章会受到人们如此的喜爱。面对人
们提出的各种性别问题，她意识到自己曾经的经历和困惑是姐妹们共同的经验和渴求，而分享自己的成长经

验，且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经验得以觉醒和成长，进而使更多女生不畏惧、敢于表达心声这件事变得更有意
义和有价值。因此，她放弃在美国继续读博士的计划，开始经营“知我”公众号。钱庄以“KY 小姐姐”的名
义，对各种“不可言说”之事进行言说，包括对同性恋、对性暴力、对女性的性幻想、对分手、对母女关系等一
系列年轻人遇到的困扰展开讨论。这些性别知识正是源自在大学时代的追寻和思考，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
和毕业论文的写作让解答性别困境的知识追求得到了学术鼓励。
在公众号中，钱庄叙述了自己对女性主义者身份的追求和困扰，这亦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扰。24 岁时，钱

庄一方面明确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同时又困惑于自身常年对体重的焦虑。这几乎是所有女生都
会遇到的现实问题。那么，这样一个无法摆脱男性凝视的身体焦虑者能否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呢? 由此，钱
庄非常共情地写道:

后来我明白了，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也是一个女人。我在这个男权的社会中浸淫了二十多年。
对女性来说，她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创伤性的。我不可能因为认同了女权主义，一下子
就摆脱了周遭这个社会的影响。我想，假如“成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不许犯错”，那么，只会阻止更多
的人成为女权主义者。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保持一份反思，能否对习以
为常之事物多一句追问。②

走出校园的学生们，在现实生活的奋斗中首先就会感知到老一辈女性主义先驱者们的艰苦奋斗，认识到

老一代的女权运动者顶着社会的污名和压力，争取到今天女性的权利; 认识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运动以及

毛泽东时期提倡的“女人能顶半边天”对妇女解放的意义。钱庄倡导年轻一代人如果不继续推进女性主义，
曾经的运动带来的果实是会不断消耗的。面对“将女性产假延长三年”的提案，她明确地批判这是穿着“照
顾女性”的外衣在声张男权，它暗示了生养孩子是女性的义务，因此，她提出更好的方案应该是给男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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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9年 11月 17日钱庄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上的发言。
钱庄:《我们为什么要谈女性主义?》见微信公众号 KnowYourself，2019 年 4 月 14 日。她自己注明，这是她 24 岁时写

过的一篇文章。同一天，她发表了另一篇谈女性主义的文章。



产假，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在钱庄的眼中，女性认知共同体的创造是政治性的。她认为，“女性主义和性、和
性别密切相关，而性、性别和政治密切相关，以前北大的佟新老师说过一句话，‘性 /性别( 相关的政治) 是一
个国家政治的最极端的表现。’政治则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女性主义，让我们每一个人
的日常生活和自我实现都能更自由。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本身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武
器，我们的政治表达。”①这些具有个人经验的表达迅速地吸引了读者，很快就达到了“10 万 +”的阅读量。
“我们需要女性主义”的态度就是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
钱庄在 28 岁时又再次发文，讲述自己对女性主义的新思考，并再次提到校园中的性别课程带给她的意

义，由此来质疑女性身份可能带来的幻觉。她这样写道: “真正开始思考‘女性’问题，是在北大期间开始跟
着社会学系的佟新老师学习。除了课业之外，老师带着我给女企业家做访谈。女企业家的种种性别有关的
疑问( 婚姻情感生活、社会期望、事业身份等) ，再次让我意识到‘女性’这个身份的复杂性。”钱庄批判性地揭
示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女生的幻觉”，这种幻觉是社会共同营造的，它使女生变得虚弱。这是一种使女
生接受“有关自己是没有能力买房、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幻觉; 一种使女生相信自己的容貌是最有
价值的，衰老和肥胖都是不可原谅的幻觉; 一种使女生相信女性不可以有太大的抱负和成就，因为这样的女

性会让男生感到威胁，因而无法获得婚姻市场的认可的幻觉; 一种女性不应享受性快乐的幻觉，因为女性的

性快乐是不被允许的、会造成他人对其羞辱的幻觉，等等。这种种幻觉剥夺了女生的快乐，使女生变得无力，
不敢坚持自我，不敢追求成功，无法毫不设限地、充分地探索自己生命的多种可能性。“幻觉”这一概念的提
出，对她所倡导的“知我”和“探索自己”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到今天，我有理由相信，很多女性在处理和面临自己生活中的问题时，都很大程度受到了“自己作
为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经验”的影响———只是她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到今天，我更加坚信不
疑我们应该反复思考和向自己提问:我作为女性生存的经验究竟是什么? 我如何处理自己的性别身份?

我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在“10 万 +”的评论中，第一位留言获得 1124 个赞。“我觉得名字也可以换成叫作一种名为‘男性’的
幻觉，一直让男人不敢正视自己软弱的一面而越发歇斯底里。”由此，让读者看到性别压迫是双重的，同时指
向男生和女生。钱庄所表达的困惑是群体性的，在商品化、客体化和性化市场中，弱化女性力量的经验是真
实的，“了解自己”“做自己”就是要摆脱传统性别知识和性别分工的压迫。而这些真切的情感流露为
“10 万 +”的共情与相知奠定了基础，认识自我，摆脱“幻觉”，与大家共享经验的过程建立起了女权 /女性主
义的认知共同体。

四、关于“接续”的一点思考

在回顾’95 世妇会至今的性别研究课程、学生论文指导的过程有很多层面的内容可以讨论，作为一个参
与了世妇会的亲历者，我愿意看到女权主义力量的延伸与发展。我以自身经验和学生们的种种努力和言说
为线索，希望看到女权主义力量在新的社会空间中延续与发展，对这种发展我深感欣慰。
作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知识分子，我不自觉地留恋“男女都一样”和“做暴风雨中

的海燕”的豪迈人生，也更能体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性别和阶级不平等交叉所展现的对人类解放命运
的关注。同时，在校园与学生们的接触，我能够理解青年一代人的处境和种种困扰，她们成长在市场化与商
品化背景下，个体发展面临种种挑战，这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发展带来机遇。新一代青年知识女性追求的
独立、自由和平等是对人性的解放，不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下的竞争与优胜劣汰，也不是毛泽东时代集体式的
男女都一样。
有研究指出，2005—2015 年是性别社会学自身独特的研究领域、话语体系和研究范畴形成的阶段。涌

现出一批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对培育和引领性别社会学青年人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② 应当看到，学生
们作为女权 /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论文写作、课堂讨论与网络争议中的知识传递起到了建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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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我们为什么要谈女性主义?》见微信公众号 KnowYourself，2019 年 4 月 14 日。
李洁:《性别社会学学位论文发展现状与趋势———基于对 2006—2015 年中国社会学硕博学位论文的分析》，《妇女研

究论丛》2019 年第 4 期。



要的共享知识的作用; 其价值观对推动公共政策的变革起到重要的性别观念主流化的作用。我相信，达成对
性别平等理念的共识将有助于在性别议题的公共政策上有更多的声音和利益表达，在反性骚扰的诸多行动

中有更多的相互支持。
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的学生们，在网络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空间中会发挥更为重要的知识传播的作用，

她们的经验分享式的共同体建设模式有着强大的共情能力，其反抗的路径亦更具有可操作性，她们会更加无

畏。2018 年 12 月的圣诞节前，我和忙碌中的钱庄一起吃饭，讨论反对性暴力的问题。她在公众号中记录了
这一天。

我和老师说，明年希望能一起合作一些社会呼吁行动。我们要让人们明白，她们手中一直都有一种
最为有力的制裁的武器，那就是“不容忍”( 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笔者加)。

……回来的时候老师给我发消息说她很欣慰。从曾经的学生，到今天的战友，我也感到很开心。①

“从学生到战友”就感觉像是看到一条河，看到河水的缓慢但连续的生生不息的流淌。那些在一线从事
着妇女社会工作和小组工作的毕业生们，她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投入的工作热情，成为我从事学术研究和

教学的重要动力。想到第一位北京大学女教授陈衡哲的“女性为自己造命”的学说②，看到今天新一代青年
女性主义者面对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而发出的“不容忍”的声音，这显示了女权 /女性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的存
在与发展。这些对传统性别知识的反思和对独立的、反抗的、创新的性别知识的实践与书写，使性别知识在
代际间积累，并得到相互的支持与呼应。这些具有女性生命智慧的声音和知识一定会在人类知识的长河中
熠熠生辉。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Epistemic Community

TONG Xi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1995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emergency of knowledge
of 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m on the campus，which is extended to the internet in all kinds of new media writing．
The new social space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feminist epistemic communities． First of all，on the campus，Gen-
der Studies courses giv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on gender socialization．
Students desire of self-cogni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haped the production of gender knowledge． Second，that
students write dissertations related to gender issues enriched the knowledge inventory of gender identities and prac-
tices which is fluid，subjective and pluralistic． Third，Women /Girls Day on campus stirs ritualistic discussions of
gender identity，gender roles and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generations． Finally，when they leave the
campus and enter the society，college students enter the new social space created by the internet． Through individu-
alized writing，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eminists disseminate，popularize and discuss gender knowledge with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establish a feminist epistemic communities among strangers that is related to their own gender
experience．

Key words: social gender; feminism; emergency of knowledge;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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